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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
重建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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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摘 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为新时期全面推

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农村社区是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

和重要阵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属于政府主导的规划型变迁，村庄集聚提升和

农民集中居住导致文化空间“脱嵌”，传统村落文化模式及其再生产机制难以为继；生活方

式市民化转型引发多元化、个性化文化诉求，与供给侧“文化输血”单一模式形成结构性矛

盾；长期处于文化供需结构失衡将诱发社区文化主体性阙如并导致文化秩序重建困境。采

用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四位一体分析框架，并基于 J省 N
市的实证经验，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

和文化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一方面，要聚焦“农转居”后

不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诉求，有效激活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孝道文化、睦邻文化等内生要

素禀赋，尤其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要素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要创新

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等机制协同重建模式，实现经济回报、精神褒奖、情感慰藉、价值追

求等多重文化秩序重建效用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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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 7−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①。习近平文化思

想是新时代党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

总结，是深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根本遵循，同时也为正在全面深入推进

的乡村振兴战略尤其是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实践层面来看，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

容，农村社区文化体系建设是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

要内容，在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培育现代新型农民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1]。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从研究议题来看，学界关于农村社区文化秩序变迁和重建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动力机制[2]、推

进模式[3]、实践样态[4]、制度困境[5]及政策路径[6]等方面。从理论视角来看，关于农村社区文化的学理研

究主要包括文化治理、文化转型、文化适应和公共文化服务等。具体而言，文化治理视角认为，农村

社区文化秩序重建是文化自治和文化他治的辩证互构，其实质是乡土文化延续和公共文化嵌入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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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演化[7]。文化转型视角认为，农村社区文化秩序变迁及其共同体重建，本质上是农耕文化向都市文

化渐进性嬗变的过程，其间充满了价值冲突、利益博弈和社会矛盾，其转型路径呈现出复杂性、漫长

性等特征[8]。文化适应视角从农民市民化角度指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关键是要通过公共行动规则

嵌入和共同体价值理念内化，助力农村社区居民身份认同和行动规则市民化重塑，达到文化塑新人

的目标[9]。公共文化服务视角指出，新时期农村社区文化秩序重建的本质是遵循均等化、融合化的公

共服务建设理念，在基础设施、组织结构、运营机制、人才队伍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深入实施[10]。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从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两个角度出发，系统阐释了农

村社区文化秩序转型、文化主体适应、文化治理机制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等维度的应然规律和实然样

态，对于客观全面把握新时期农村社区文化秩序变迁及其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具有很好的启发意

义。但是，近年来，笔者在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专题调研中发

现两种失衡现象：其一，文化设施闲置和“文化饥渴”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推进过程中，一方面存在大量闲置和空转的文化设施和活动场所，另一方面“农转居”群体的多元文

化诉求和精神慰藉难以有效满足。调研中很多受访居民表示，集中安置后虽然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平

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还未同步跟上。其二，“文化输血”和“文化造血”的重建

机制失衡问题。如果说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会诱发“文化饥渴”及“文化失血”风险；那么，

如何平衡自上而下的“文化输血”和由内而外的“文化造血”两种不同重建模式及其运营机制，是新时

期制约农村社区文化秩序高质量重建的关键。从现实经验来看，农村社区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行政

机制主导的“文化输血”模式未能有效激活社区自治导向的“文化造血”功能。

文化堕距理论认为，农村社区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供需关系及其重建机制的结构性失衡，是不

同文化要素变迁速率差的客观规律使然。换言之，器物性文化变迁速率快于制度性、价值性等非器

物性文化变迁速率这一客观规律，使得实践中价值层面的文化主体性重塑与器物层面的文化公共空

间营造难以协同演化，诱发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多重结构性失衡风险。因此，农村社区文化供需关

系及其重建机制结构性失衡是文化变迁堕距的外在表现和经验阶段，实践中需要不断强化文化主人

翁意识、重塑文化主体性认同，以社区居民多元文化诉求为导向，健全政府、市场、集体等不同主体协

同共治的秩序重建机制，而这恰恰是实践中面临的经验掣肘和政策藩篱。

反思性审视既有理论视角发现，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无论是文化治理视角、文化转型视角，抑或

文化适应视角、公共文化服务视角，均未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概念，或将农村社区文化作为基层治理

实践范畴，用传统行政治理方式统摄社区文化治理内核；或将农村社区文化转型化约成村庄为根柢

的传统农耕文化向现代都市文化嬗变的线性过程；又或将农村社区居民文化主体性重塑置于农民市

民化框架内进行阐释，忽视了文化主体性对农村社区文化共同体重建的反作用。一言蔽之，既有理

论视角延续了“传统−现代”“冲击−回应”等文化变迁研究范式，未将农村社区文化视作客观独立并

外在于社区变迁的社会事实，忽视了文化主体性及其渐进式嬗变的社会规律，难以系统全面揭示农

村社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

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是新时期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健全

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有效途径和实践载体，是“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战略

的题中之义。从经验类型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属于政府主导和行政驱动的规划型社区，属于《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及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因此，从制度设计和发展规划来

看，农民集中居住区应当科学确定村庄发展方向，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

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庄。从现实经验来看，村

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美化了乡村生态，而且有效提升了乡村风貌尤其

是乡村精神风貌和文化素养。正因为农民集中居住区属于政府主导和行政驱动的规划型社区，其秩

序变迁尤其是文化模式变迁及其秩序重建遵循了一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农村社区的特殊路径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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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逻辑。例如，与其他类型农村社区不同，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政机制和政策

驱动，在变迁速率、变迁路径、变迁效应以及变迁风险等维度均呈现差异化特征；同时，差异还表现在

文化主人翁意识、文化主体性地位以及文化自治理念等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区显得尤为特殊。因此，

阐释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模式变迁及其秩序重建的实

践逻辑，一方面能够在学理层面揭示行政驱动和政策投入下的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经验样态，以及

政府主导和制度规划下的社区文化秩序及其治理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另一方面，揭示农民集中

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还能为集聚提升类村庄文化治理共同体重建提供有益借鉴和经验

启示。

另外，从现实问题和理论聚焦来看，既有研究未能精准回应农村社区变迁及文化秩序重建过程

中供需关系及其重建机制结构性失衡的困境，尤其是作为农村社区文化秩序重建的主体，社区居民

往往成为“村庄−社区”“农民−市民”等二分模式变项及其线性理论范式下的“傀儡”，难以深刻揭示

作为文化重建行动主体的社区居民发挥主观能动性，并真正实现“换新居、塑新人”的内在机理和实

践逻辑。因此，强化文化主人翁意识、重塑文化主体性认同、激发文化内生性动力等方面的政策效

能，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揭示文化主体性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鉴于此，本研究

采用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四位一体分析框架，基于 J省N市的实证

经验，考察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反思新时期深入实施乡村文化振

兴战略进程中，试图筑牢文化根柢、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路径。

二、社区文化变迁及其秩序重建：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1.文化主体性：考察社区文化变迁的新视角

主体性是一个多元庞杂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20世纪 80年代伊始，主体性概念

被置于心灵和躯体二分对立研究范式进行理解；但是，随着社会世界的不断变化，传统二分对立范式

难以有效应对现实生活中“世界”和“身体”的辩证性和复杂性，主体性理论体系陷入困境。有学者提

出应当从“世界”“身体”和“主体”三元辩证互构的角度来发展和丰富主体性的认知图式及其理论范

式[11]。笔者仅从社会学学科视域及其理论范畴出发，界定并诠释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和重

建过程中的文化主体性理论内涵及其实践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逻

辑的实证分析框架。

西方话语体系和学科脉络下的发展社会学往往将文化作为因变量。从动力机制来看，文化变迁

的动力来源于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等外生动因，文化变迁似乎是政治经济发展的附带产

物和应然结果。从推进模式来看，文化变迁存在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政府市场辩证互构等基本类

型；其中，政府和市场辩证互构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主流模式。从变迁效应来看，文化堕距理论认

为，物质性文化与规范性文化变迁速率不一致将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文化“失范”风险，尤其表现为

文化认同意义上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博弈[12]。有学者指出，西方现代化历程及其经验下的发展社会学

理论难以适用于“中国经验”的本土样本，尤其是传统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未能凸显社会文化

主体性在推动中国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中的特殊作用与独特机制[13]。鉴于此，笔者将文化视作独立

于经济社会发展及其结构转型之外的客观存在，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提出文化主体性概念。

如何理解文化主体性概念呢？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进路，文化主体性假设文化变迁是独立

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之外的客观性、整体性社会事实，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因

素影响，但也能通过自身独特作用机制及制度设计反作用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一方

面，文化变迁嵌入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之中，变迁动力、变迁路径和变迁效应会随着政治制度安

排、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关系结构不同呈现差异化特征；另一方面，作为客观性、整体性存在的文化

并非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傀儡”，文化变迁及其秩序重建本身也会对政治变革、社会转型、经

济发展等其他维度产生实质性影响，并基于特定实践机制反作用于其所处制度环境。因此，文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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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视角主张从关系主义研究进路出发，聚焦不同文化能动者及其主体性实践与政治、经济、社会等

其他维度的辩证互构关系。

从本质主义角度来看，文化主体性视角主张文化是社会实践和主体建构的综合产物，但是，文化

变迁作为一种能动性实践也会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性制约，从而形成新的外部环境和互

动模式；一旦这种反作用力及互动反馈模式形成并持续发挥实质性功能，文化主体性就逐渐形成。

文化主体性下的文化实践具有独立性、能动性乃至自觉性。在中国人的日常语境中，“孟母三迁”这

一典故背后蕴含的实际上就是文化主体性及其行动自觉性。一言蔽之，笔者提出文化主体性概念，

意在突破传统发展社会学考察文化变迁之理论视角及其研究进路的局限性。基于文化主体性视角

考察社区文化变迁主要“新”在变迁动力、变迁路径和变迁效应三个方面：

其一，变迁动力方面，文化主体性视角认为，社区文化变迁动力不仅来源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

在因素的单向驱动，也会通过集体组织、社区动员、公共参与和其他文化行动等方式，对生计模式、社

区治理、公共服务和其他社区事务产生影响。虽然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是政府主导和行政

驱动下的社会空间重构和文化模式转型，但从现实经验来看，这种变动动力和作用维度并非单向的，

农耕文化、熟人文化等传统村落共同体导向的文化模式，也会反作用于政府主导和行政驱动的“规划

型变迁”。

其二，变迁路径方面，与传统发展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线性变迁路径不同，文化主体性视角认

为，社区文化变迁路径与其动力机制多元性、辩证性等特征密切相关，实践中呈现复调性、动态性。

从本质主义来看，文化主体性视角下的农村社区文化变迁是村落共同体导向的传统性嬗变与现代社

区共同体导向的都市性嵌入的辩证互构。从现实经验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一方面

表现为传统乡土社会及其熟人文化模式不断式微；另一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和村庄集聚提升过程中，

现代公共行动规则及其价值规范不断健全。

其三，变迁效应方面，文化主体性视角认为，变迁动力多元性和变迁路径动态性，使得社区文化

变迁效应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特征。社区文化秩序变迁有正面的、积极的实践效应，如提升文化综合

服务能力、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强化地域文化认同等；同时，社区文化秩序变迁也会产生诸多负面的、

消极的实践效应，尤其是行政主导和外力驱动形成文化模式“断层”和文化空间“断根”，极易引发文

化“失范”及一系列衍生风险。因此，应当从供需结构、重建机制辩证互构角度，动态考察农民集中居

住区文化秩序变迁的实践效应。

2.“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分析框架

如何基于文化主体性的新视角及其研究进路去考察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的经验样态，

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的实践逻辑呢？首先要客观把握农民集中居住区作为一

种独特农村社区类型，其文化秩序变迁的特殊性。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是新时期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村庄建设行动的实践抓手和推进模式[14]，与传统类型农村社区不同，农民集中居

住区文化秩序变迁有其特殊性。从现实经验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的特殊性主要表现

在空间、主体、要素和机制四个相互关联且支撑的维度。从文化主体性视角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

化秩序变迁是一个包含文化空间、文化主体、文化要素及文化机制的渐进性嬗变，其秩序重建表现出

文化空间营造、文化主体重塑、文化要素整合及文化机制协同的多维辩证和动态演化特征。因此，笔

者从文化主体性角度出发，基于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的特殊性，构建“空间−主体−要素−
机制”四位一体分析框架。具体而言：

首先，文化空间。从传统村落共同体到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首先表现为文化空间“脱嵌”，其秩

序重建首先表现为文化空间的主体性重塑。这是由农民集中居住区这一特殊社区类型的演化动力

决定的。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生成和发展都是由政府驱动和行政主导的，其文化秩序重建是一个“断

根”和“再嵌”的动态过程，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私人生活空间、公共交往空间以及个体心理空间等方

面。从村落散居到社区聚居，居住结构和生活环境的集聚和压缩，不仅使得个体意识和私人观念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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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崛起，并由此催生私人空间和公共生活的现实诉求，还表现为价值理念、行动规则和心理认同等方

面的传统性嬗变和现代性重塑[15]；因此，除了私人空间意识和公共生活诉求的同步崛起，农民集中居

住区文化秩序重建必须通过创新文化治理机制、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健全文化服务体系等多元方式，

重塑文化心理认同、强化文化主人翁意识。一言蔽之，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

秩序变迁首先表现为文化空间“脱嵌”及其引发的文化“失血”，其重建过程必须健全公共空间“再嵌”

及其文化心理空间主体性重塑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其次，文化主体。文化主体维度聚焦当前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及其重建过程中面临的

供需结构失衡这一现实困境，尤其是“农转居”带来的文化诉求多元化、个性化与文化供给单一化、标

准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16]。从现实经验来看，文化空间“脱嵌”及其集聚化重塑过程中文化主体嬗变

主要表现在主体诉求、主体关系和主体认同三个方面。从村庄到社区的居住模式变迁和空间结构转

型，首先表现为农民主体文化诉求的多元化转向，尤其是以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为导向的

市场化文化消费诉求逐渐兴起。同时，从传统农民到社区居民的身份转换使得“农转居”过程中，文

化主体关系呈现均衡化特征，即从传统村级文化自治向自治与他治有效融合、良性互构转变，即农民

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需要健全政府、市场、集体、家庭等多元文化主体协同共治的政策体系。另

外，文化主体认同是文化主体性重塑的核心，文化主体诉求多元和文化主体关系均衡都离不开社区

导向的公共文化认同重塑。因此，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必须在重

塑文化空间主体性基础上，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诉求，提升社区文化多元协同的治理效能。

再次，文化要素。文化要素是社区文化秩序重建的物质保障和实践载体。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

秩序重建过程中的文化空间整合、文化主体重塑都离不开文化要素整合，尤其是传统村落共同体导

向的文化治理资源及其文化行动规则，与现代都市社区导向的文化价值理念及其供给模式之间的深

度融合与有效衔接。从现实经验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要素整合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

面：其一，红色资源引领。新时期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要强化党建引领的示范效应，尤其是

将文化秩序重建与党建文化重塑深度融合，形成以党建引领带动文化重建的新模式、新路径。其二，

权威资源吸纳。社区文化的草根性及其共同体导向，决定了社区文化秩序重建离不开新乡贤、“五

老”队伍等文化资源的有效嵌入[17]。其三，专业资源引育。文化专业资源已经成为社区文化秩序重建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提升社区文化治理效能和强化社区文化涵

化功能等方面专业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言蔽之，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

化秩序重建必须持续健全红色资源、权威资源、专业资源等文化要素有效整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

最后，文化机制。文化机制是社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制度设计和实现路径。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文化治理效能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重建机制单一，难以形成多元

联动、高效协同的新型文化秩序重建机制。从现实经验来看，应对当前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

建过程中面临的“重投入、轻运营”“重行政、轻自治”“重输血、轻造血”“重供给、轻需求”等一系列结

构性失衡困境[18]，一方面要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文化秩序重建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尤其是强化

行政机制在文化资源配置、文化要素整合以及价值规范引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要运用

好传统村级文化机制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尤其表现在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社区融入以

及主体认同等方面。另外，自治机制也是社区文化秩序重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强化“农转

居”过程中自我服务、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文化自治机制，与行政、集体、市场以及其他文

化主体形成多元联动、高效协同的新型文化秩序重建机制。质言之，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来看，农民集

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是多元文化主体及其重建机制协同共治的过程。

三、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来自N市的实证经验

2023年 9月 20−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广泛培育和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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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持续推进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书香社会建设①”。从本质主义来看，村庄集聚

提升与农民集中居住，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居住条件改善和生活环境美化，更是价值规范、行

为方式、文化心理等社会空间意义上的整体性嬗变及其主体性重塑。因此，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

序重建是一个涉及空间融合、主体重塑、要素整合及其机制协同的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过程。笔

者从文化主体性视角出发，将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变迁及其秩序重建的实践过程，划分为文化空间

融合、文化主体重塑、文化要素整合以及文化机制协同四个相互关联且支撑的实践范畴。文化人类

学理论研究表明，由国家主导强制实施的社会文化工程往往难以“落地生根”并发挥实质性效益，其

根源在于国家视角下的“文化下乡”工程常常忽视了“地方性知识”和“地域性文化”，由此引发自上而

下的“送文化”不仅无法实现“文化输血”功效，还将导致自下而上的“种文化”供给机制及其“文化造

血”功能式微[19]。

这些失败教训给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带来了有益警示：一方面要正视“农转居”过程中

出现的“文化失血”过度及其引发的“文化饥渴”现象，把文化秩序重建提升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全局高度；同时，要警惕“文化输血”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社区文化主人翁意识缺

乏、文化主体性地位不强，以及文化自治理能力欠缺等；另一方面要从供需两侧结构性矛盾出发，辩

证看待“农民上楼”过程中主体诉求多样化，及“农转居”社区治理共同体重建过程中文化机制多元化

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和实践关联性，持续健全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均衡化、协同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20]。因此，应当从文化主体性重塑角度出发，通过创新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三位一

体的文化涵养机制，不断提升农村社区文化在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化和文化振兴战略中的主导地

位和引领作用。

因此，基于 J省N市开展的“新型农村社区文化精品工程”为例（以下简称“精品工程”），阐释农民

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的经验样态及其重建的实践逻辑。近年来，N市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农房改造工程，在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提升农村生活质量、美化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深入实施

移风易俗为契机，创新开展“凝聚人心、淳化民风、美化心灵”的文化铸魂精品示范工程。该工程旨在

强化社区文化共同体理念，让文化强国战略深入基层、走进社区，以精品服务和优质文化赋能社区治

理，创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健全社区文化参与路径，健全多元社区文化主

体协同共治的文化治理体系。“精品工程”的实践成效表明，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扎实推进

乡村文化振兴，必须从文化主体性角度出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提升农村优秀传

统文化的制度保障，重塑社区居民文化主体性认同并强化共同体导向的主人翁意识。

1.文化空间融合化营造

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区类型不同，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首先面临的是社会空间集聚

化引发的文化空间“脱嵌”这一现实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村级文化模式“断裂”及其再生产机制

式微。这也是实践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饥渴”的直接原因。从变迁机制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

化秩序变迁属于次生型文化变迁，即由外部驱动及其强制作用引发的传统村级文化秩序变迁。因

此，以文化空间“脱嵌”这一现实问题为导向，文化空间“嵌入”及其融合化营造就成为新时期农民集

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首要议题。从“精品工程”的实践经验来看，笔者将其概括为“文化空间融

合化营造”，其直接目标是从创新文化空间治理角度出发，有效应对“农民上楼”生活方式变迁过程中

因“文化失血”过多引发的“文化贫血”，以及“农转居”生计转换过程中因文化主体诉求多元化难以满

足导致的“文化饥渴”。一言蔽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空间融合化营造是为了让“拔出萝卜未带出

泥”的社区居民尽快适应新社区的新社会生活方式及其新文化模式。

文化空间融合化营造是指在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基于村庄和社区两种文化模

①    参见：《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返京途中在山东枣庄考

察》，新华社，2023年9月25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6217.htm？device=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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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资源禀赋，以及农民、市民两类文化主体诉求结构耦合和功能互嵌的营造理念，遵循从“搬新居”

到“树新风”、从“住新房”到“塑新人”的整体性文化秩序嬗变的演化规律，真正实现传统村级文化模

式及其服务供给机制与新社区文化秩序重建有效融合。“十四五”期间，深入实施文化强国和乡村文

化振兴战略，务必强化阵地意识、斗争意识，把筑牢基层社区文化思想阵地、健全社区文化服务体系、

提升公共文化产品质量、优化社区文化供给模式作为基本要求，持续提升基层社区文化治理效能，助

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1]。从实地调研的现实经验来看，开展“精品工程”之前，N市农民

集中居住区面临文化阵地缺失、公共生活衰落、文化主体意识阙如等实践难题；同时，还面临“重输

血、轻造血”“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服务”等文化供需结构失衡的现实困境。

N市开展的“精品工程”深入挖掘辖区文化资源，并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理念，通过既有资源

整合，新建、改扩和扩建等多元化形式，持续推进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融合化、共享化营造。例如，N市

W 镇 S 社区文化综合服务中心，由县、镇两级财政拨款和社区自筹资金共计 180 余万元投资建设，

2020年 9月正式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500余平方米，设有多功能厅、戏曲传承室、图书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国画室、妇女儿童活动之家等，能同时满足 200余人娱乐学习需求；同时，文化综合服务中心室

外占地面积 1000余平方米，传统文化长廊、廉政文化广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公园”等配套

设施完善，能同时满足近300多人室外娱乐活动需求。

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城乡社区文化空间及其公共生活日趋融合化，农村社区文化秩

序重建过程中的文化空间营造既为居民提供一种公共生活的有效载体，又能通过文化技艺传承、文

化实践引导、文化特质涵化等多元化手段，激活传统优秀文化资源、增强社区文化认同、重塑主体文

化地位。从“精品工程”实施成效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公共空间融合化营造是文化秩序重建的

物质基础和重要前提，从传统村落共同体到新型集中安置区，“农转居”过程中农民主体适应和社区

文化融入的实质，是乡土性农耕文化模式向现代性都市文明渐进嬗变、有序演化的动态过程，实践中

要求从社区文化秩序变迁及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出发，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个性化文化诉求[22]。

2.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

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是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的重要内容。文化主体内生性重

塑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在文化空间融合化营造基础上，

通过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社区参与机制，不断满足“农转居”过程中不同文化主体多元化、

个性化诉求，尤其是在社区参与和服务机制创新基础上，不断提升社区居民文化主体地位和文化主

人翁意识。从社区文化主体性角度而言，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本质上就是要从主体地位和内生动力

角度协同发力，有效激活社区居民文化自治意识、切实提升社区居民文化自治能力、不断健全社区文

化治理体系，为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秩序重建奠定良好的主体基础。因此，

从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角度来看，在文化政策下沉、文化空间营造和文化模式复制

的基础上，必须强化对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创新，让文化空间融合化营造和

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在实践中形成良性互动、有序运行的协同共治效应。

从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及其主体性诉求演化的现实经验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

序变迁过程中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文化服务效能低下、文化涵养功能式微、文化行动体系阙如等一系

列文化秩序重建困境，其根源在于社区居民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机制不健全，以行政主导为核心的

“资源下乡”及其“文化输血”模式，在缺乏内生性重塑机制的情况下，不仅无法激活社区居民文化主

体意识和主人翁地位，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削弱社区文化自治意识和居民文化自治能力，并进一步由

此引发“文化造血”功能弱化[23]。因此，新时期文化强国战略进程中，要切实有效激活农村社区在乡村

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意识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必须激活并提升社区居民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自治能

力，通过创新农民集中居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综合治理机制，真正助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文化秩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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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市“精品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注重对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的制度设计，通过项目化方式将社

区居民的集体荣誉感和传统优秀美德有机结合，以社区为项目载体、以居民家庭为评选单位，创新性

开展了“传统美德积分超市”，有效激活社区居民参与家庭美德建设、社区文化传承和文化公共服务

的内生动力和主观动机，不断强化社区居民作为美丽庭院、生态社区和文化名城的设计者、参与者和

监督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意识。从实施成效来看，依托“妇儿之家”“妇女微家”等平台融合共建，N
市“精品工程”共投建“传统美德积分超市”88个，覆盖全市所有乡镇、城市社区。截至 2022年 12月，

投资总额达 338.8万元，已累计开展积分兑换活动 996场次，累计积分 256344.7分，兑换物资价值近

140.82万元，参与群众4.9万人次。

从文化主体性培育角度而言，“精品工程”项目库中的“传统美德积分超市”项目创新文化资源配

置机制，引入竞标赛式的家庭内外竞争共赢和团队协作理念，扭转传统行政机制主导的“文化输血”

模式，激发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组织、自我监督的文化自治内生动力，强化社区居民文化自治能

力和主人翁意识，为“十四五”期间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和乡村文化振兴奠定良好的行动能

力和社会基础[24]。从本质主义来看，以社区居民家庭为单位的积分兑换或类似的文化评选活动，其实

质是社区参与和文化服务的一种特殊机制，核心是以孝、悌、勤、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载体，

创新社区参与和主体监督机制，实现文化秩序重建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综合效应。这些文化主

体性重塑导向的项目运营之所以在农民集中居住区顺利实施并发挥实质性作用，得益于传统熟人社

会的面子文化及其竞争理念，即用美德积分、评比排榜、居民参与、社区监督以及熟人文化等一系列

本土化竞争机制驱动，充分激活社区居民融入新社区、适应新生活的内生动力，且通过必要的物质奖

励和精神褒奖最大化项目实施成效的可持续性。

3.文化要素多元化整合

文化要素是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重要载体。文化要素多元化整合是针对农民集中

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过程中不同文化要素和文化资源之间的碎片化、机械式重建这一现实困境。文

化要素多元化整合的理论意涵是指在文化空间融合化营造和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的基础上，通过创

新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及其引领机制，激活传统优秀文化和本土资源，引育市场化、专业化文化要素，

有效满足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求，尤其在红色文化引领、专业文化引育以及

传统文化激活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提升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治理效能，为农民集中居住区文

化总体性治理及其主体性秩序重建奠定良好的资源禀赋和要素结构。因此，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来

看，在文化供需结构失衡及其治理碎片化的现实制约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必须强化系

统性、整体性治理意识，健全红色文化、专业文化、传统文化等不同文化要素及其资源禀赋多元整合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从文化主体性嬗变角度来看，实践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呈现乡土性和后乡土性的连续统

一体经验样态，其文化要素结构转型及其秩序重建是传统乡土性消解和现代都市性崛起的动态演化

过程[25]。N市“精品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注重融合化、系统化的文化要素整合理念。以N市Y区

L村“红色+”“精品工程”为例，项目实施之前，L村还面临集体经济薄弱、公共文化衰败、乡土人才流

失的现实困境，通过创新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建设红

色美丽乡村和特色田园乡村，探索出了一条“红色+”的新型文化重建模式。从项目实施理念和具体

模式来看，L村以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为底蕴，筑牢社区文化秩序重建的根柢。依托新四军纪念园的红

色资源优势，L村积极构建“红色+研学”“红色+旅游”等发展模式，被N市授予“研学旅行实践教育

基地”“红色研学旅行精品旅游线路”等荣誉称号，努力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2022年L村游客接待量超50万人次。

N市D区S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为契机，创新探索“新乡贤+”社区文化重建模式，通过大

力弘扬新时代、新乡贤、新文化的公共文化理念，以乡贤文化激活孝亲文化、睦邻文化、志愿文化，有

效破解新时期社区文化秩序变迁和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精神家园缺失、活力人才缺失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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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和重建困境。例如，S村以“新乡贤+志愿文化”的形式激发基层社区治理活力。2019年 12月，S
村“滨江盟”获得护江志愿队荣誉称号，这支由 86人组成的志愿队伍累计排查江堤隐患 1200余处，捡

拾各类垃圾 1.25吨，开展了“共青林营建”“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 35批次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志愿者精神并肩负起守护长江的历史使命。

如果说文化空间融合化营造为文化秩序重建奠定了空间基础、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为文化秩序

重建奠定了主体基础；那么，文化要素多元化整合必须有效回应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资源禀赋及其

要素结构优化问题。因此，“激活哪些文化资源”“创新何种引领机制”以及“如何强化整合效应”等一

系列现实问题，是文化要素多元化整合面临的核心议题[26]。从现实经验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资

源禀赋及其要素结构主要包括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志愿文化、睦邻文化等。如何创新文化要素整合

模式、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机制，让这些“散落”在基层社区角落且“沉睡”在居民内心深处的文化要素，

在乡村文化振兴和文化强国战略推进过程中焕发新活力、新生机，就成为提升社区文化治理效能、重

建社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义。一言蔽之，创新社区文化要素多元化整合模式和实践路

径，实现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志愿文化、睦邻文化以及其他优秀文化资源禀赋及其要素结构的有机

融合与深度互嵌，是“十四五”期间深入实施文化强国和文化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

序主体性重建的必由之路。

4.文化机制协同化创新

文化机制是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制度保障。文化机制协同化创新是针对农民集中

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过程中不同文化要素结构及其变迁模式之间的内生差异性。文化堕距理论认

为，社区文化是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其变迁过程具有复杂性、辩证性、嬗变性和传承性等实践特

征[27]。从变迁动力机制来看，社区文化结构及其模式变迁过程中，作为整体性社会事实的某一特定文

化模式，其内部不同文化要素的变迁速率和路径呈现差异化特征，集中表现在器物性、物质性文化要

素变迁速率往往快于规范性、价值性文化要素变迁速率。

所谓文化机制协同化创新是指，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要客观准确把握从村庄到社区的文化结构

转型及其实践模式变迁，以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聚焦“农转居”过程中“文化饥渴”“文化失

血”等现实诉求和制度困境，强化整体性、系统性治理理念，把文化机制创新与权力组织、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综合治理、社会心态等其他维度秩序重建进行深入融合与有机衔接，提升社区文化机制协

同化创新的治理效能，真正助力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来看，农

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机制协同化创新要辩证地看待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快”与“慢”这对矛盾，彻底扭

转“重输血、轻造血”“重硬件、轻服务”等实践偏误和认知偏差，健全行政、市场、社会、集体等多元治

理主体协同共治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效发挥文化在提升社区主人翁地位、优化文化资源配置、重

塑文化主体性的涵化功能，以文化主体性和共同体本位为导向重建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28]。

N市“精品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创新性提出“五老网格”联动治理模式和社区文化治理委员会机

制。从项目理念和实践过程来看，“五老网格”联动治理模式是把社区文化公共服务深入嵌入到社区

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之中，并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五老”人员为载体，健全“社

区文化治理委员会−片区文化网格员−楼栋文化联络员”三级联动的文化综合治理机制。同时，“五

老网格”联动治理模式还与各级妇联、民政、共青团等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将文化志愿服务和文化公

共资源嵌入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之中，构建“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志愿者”五级联动文化志愿

服务工作模式。N市Q区S社区为例，“精品工程”实施以来，开展能力提升培育活动 40余场次，参与

人数 3000余人次；同时，引入专业社工、专业心理服务、专业法律等社会力量，对儿童之家进行专业化

运营，培育孵化本土儿童社会服务组织，开展类家庭式服务20余场次。

N市“精品工程”另一个有益创新是组建社区文化治理委员会，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合署办公。其

职能主要包括整合各条口下沉文化资源和服务政策，整合文化专项资金、社区自筹资金和社会捐助

资金等多种资金，在社区层面设立社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纳入社区集体“三资”综合管理平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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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运营，并从项目设计、遴选标准、资金拨付、项目运营和资金监管等方面开展制度化建设，解决

了传统社区文化秩序重建面临的行动碎片化、文化治理体系权责能不匹配等现实困境。实施“精品

工程”以来，S社区累计整合社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60余万元，累计开展主题感恩教育 19场次，普法

教育 28场次，市民意识教育活动 18场次，有效满足了社区文化治理委员会实体化运作的资金需求，

为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供给和综合治理体系重建奠定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从实施成效来

看，无论是嵌入社区网格化治理的“五老网格”联动治理模式，还是与居民委员会合署办公并整合多

元文化资金的文化治理委员会，都有效提升了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协同治理效能，在巩固拓展文化

空间融合化营造和文化主体内生性重塑的实践成效基础上，为“十四五”期间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

和文化振兴行动奠定了良好的主体条件和制度保障，真正实现文化空间、文化主体、文化要素和文化

机制良性互动、协同共治。

四、结论与讨论

“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

容。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文化体系建设是新时期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抓手。就农民集中居住区而言，如何以文化秩序重建为契机，更好地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四位一体分

析框架，基于 J省N市的实证经验，考察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

首先，从现实经验来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关键要瞄准“农转居”后不同文化主体的

多元化诉求，尤其是从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过程中因家庭生计、居住模式、交往方式以及主体认知等

引发的文化诉求，充分挖掘优秀文化要素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聚焦文化主人翁意识和文化

主体性重塑这一核心议题，基于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孝道文化、睦邻文化、面子文化等个体心理驱动

机制，创新“精品工程”文化服务理念，把赡养老人、勤俭持家、孝悌廉洁、邻里和睦、志愿精神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精品工程”不同项目实施过程中；同时，引入市场化、社会化等多元运作

方式，实现经济创收、情感慰藉、精神褒奖、价值追求等多重文化秩序重建效用最优化。因此，农民集

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应当抓住乡村文化振兴和移风易俗行动契机，聚焦社区居民多元化文化诉求

及其主体性意识，从空间、主体、要素、机制等维度出发，强化系统性、整体性治理意识，突破供需结构

失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治理机制单一等现实困境，以主体性视角重建农民集中居住文化秩序，为

新时期深入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和文化强国战略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障。

其次，从实践逻辑来看，文化空间融合化营造是为了推动农民集中后尽快适应新生活、融入新社

区、树立新风尚。“农转居”后文化需求呈现动态化、多元化特征，社区居民既是文化空间的实践者，也

是文化服务的消费者，更是文化自治的主导者。从村落散居到社区聚居，从农耕生活到社区生活，最

显著的变化就是文化要素的多元化、多样化变迁；同时，文化机制是文化秩序重建的组织基础和制度

保障，在有效应对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文化服务效能低下、文化自治体系阙如等现实困境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此，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是社区居民主体性文化行动网络持续健全并发

挥实质性功效的动态演化过程，不仅仅是器物层面乡土文化资源整合及其文化模式复制，更重要的

是在制度和行动层面实现文化空间融合、文化主体重塑、文化要素整合和文化机制创新协同共治。

最后，从政策响应来看，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和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进程中，必须尽快完成从

传统村落文化模式向共建共治共享之新型社区文化共同体的主体性重建。一方面，聚焦“农转居”后

不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诉求，有效激活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孝道文化、睦邻文化等内生要素禀赋，尤

其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要素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在保障社区居民文化发展权益、培育

文化内生能力的前提下，激活文化主体意识、重塑文化主体地位、构建文化主体性行动网络。另一方

面，创新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等机制协同重建模式，实现经济回报、精神褒奖、情感慰藉、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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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重文化秩序重建效用最优化，从内生动力、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规范、行为规则以及文化心

理等维度协同发力，有序引导社区居民从农民身份认同以及村籍化、地缘化行动价值取向，转向现代

新市民角色及公共化导向的主体性行动体系。此外，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必须强化风险意

识，防范化解因不同文化要素变迁速率差异导致的“文化失范”风险，尤其是以农民集中居住区为典

型的规划型社区文化模式变迁及其秩序重建，务必从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等方面出发，既要防范“文

化黑天鹅”，又必须化解“文化灰犀牛”，把文化风险综合治理置于社区文化秩序和共同体重建的重要

位置，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夯实文化自信自强的主体根基，切实筑牢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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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Logic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Order in Central⁃
ized Residence of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ty

TIAN Peng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n action guid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
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provides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Rural communities serve as a practical leverage and im⁃
portant venu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the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new era.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order in centralized residence of farmers is a government-
led planned change. The enhancement of village agglomer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farmers’ resi⁃
dence in rural areas lead to the “detachment” of cultural space，making it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tradi⁃
tional village cultural model and its reproduction mechanism；the urbanized lifestyle led to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cultural demands，resulting in a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with the single mode of “cultural 
provision” on the supply side；long term imbalance in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supply and demand will 
trigger a lack of community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lead to difficulties in rebuilding cultural order.This 
study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ory to construct a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space-subject-element-mechanism”，and explain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ultural or⁃
der reconstruction in rural centralized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xperience of N cities in J 
province.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the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the subjectivity of cultural order in rural centralized residential areas 
should be rebuilt.On the one hand，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diverse demands of different cultural en⁃
tities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residents to urban citizen”，effectively activate the endowment 
of endogenous elements such as red culture，local elite culture，filial piety culture，and neighborly culture，
especially to fully tap into the diverse values of traditional excellent cultural elements and red cultural re⁃
sources；on the other hand，we need to innovate mechanisms such as marketization，socialization，and au⁃
tonomy for collaborative reconstruction，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multiple cultural order 
reconstruction，including economic returns，spiritual rewards，emotional comfort，and value pursuit.

Key words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centralized residence of farmers； changes in 
order； cultural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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